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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家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本文以２０１１—２０２１年在沪深上市的家族企业为

研究对象,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实证检验了管理权与股权的“去家族化”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

影响.研究发现,家族企业在管理权上的“去家族化”能够通过加强内部治理和提升风险承担能力显著提升企业

的整体社会责任表现,并增强社会责任各个维度履行的一致性,而股权的“去家族化”则无显著影响.此外,在市

场化程度较高的区域和高管薪酬较高的企业中,管理权“去家族化”提升社会责任整体表现及其各维度履行的一

致性的效果更加显著.进一步分析显示,若保持较高家族管理权的情况下实行股权“去家族化”,会降低社会责

任各个维度履行的一致性.本研究为家族企业治理结构改革下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提供了新证据,对推进企业

治理现代化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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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民营企业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主体.伴随着中国经济

的转型,企业单纯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的价值理念已不符合国家对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期许.«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中特别强调了引导和支持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这
凸显了民营企业基于规范性动机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性.然而现有研究发现家族企业会表现出选择

性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１][２].家族企业与一般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企业不同,前者通常会利用所

有权或家庭关系对企业行为施加一系列的干预以满足家族成员的非经济目标,因而选择性履行社会

责任[３],但这同时可能会损害企业中非家族成员的利益,导致家族企业同时被冠以“负责任”和“不负

责任”的组织形象[４].这种选择性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严重削弱了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影响企业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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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因此,有必要深入探究家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动态.
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传统家族治理模式已难以满足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家族后代和

亲属成员没有意愿或能力承担领导企业发展重任的情形逐渐增多,导致家族企业的“去家族化”趋势

日益明显.家族企业的“去家族化”并不是失去控制权,而是在家族占主导的前提下,逐步引入外界资

本和专业管理人员,在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上降低家族的影响[５].在此情形下,基于家族非经济目标

的治理逻辑会发生改变.企业通过“去家族化”改变了以家庭为中心的决策模式,通过建立规范化的

治理体系,为企业决策引入多元化视角与系统性思维方式,这改变了以家族自利为导向的社会责任实

践逻辑[６].另外,学者们发现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整体考量难以全面反映企业在特定社会责任层面

的参与情况[７],特别是在慈善捐赠和“漂绿”行为并存的企业中,整体评估其社会责任表现,往往无法

准确了解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真实现状.
现有研究提出社会责任一致性行为的概念,这为解析家族企业选择性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提供

了新的思路.该概念强调企业需在环境、慈善、员工权益等多元社会责任维度保持行为逻辑的统一

性,并对各利益相关者给予同等程度的关注与资源投入[８].社会责任一致性行为对构建有价值的利

益相关者关系尤为重要,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支持与合作[９].因此,“去家族化”对家族企业履行社

会责任起到何种影响? 对不同类型的社会责任履行侧重是否会发生变化? 具体作用机制是什么? 通

过回答上述问题,有助于理解家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真实现状.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从公司治理视角出发,探讨了家族企业在履行

社会责任时的偏好.现有文献在探讨家族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时,多聚焦于体现家族特性的社会情

感财富理论,往往忽视了家族企业中的正式治理机制[１０].随着“去家族化”的推进,规范化治理机制

削弱了家族对企业决策的影响.本研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从内部治理与风险承担

的视角,扩展了对家族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的研究.其次,基于家族企业“去家族

化”的现象,本研究分析了不同层面“去家族化”对企业在不同社会责任维度上履行一致性的影响,增
进了对家族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真实现状的理解,明晰了家族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的偏好,有助于了

解家族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不一致的原因.最后,本研究结果检验了家族企业规范化治理的优势,为家

族企业构建职业化规范管理体系提供了重要启示.区别于以家族的非经济目标分析企业的行为逻辑

与上市公司规范治理的研究[１１],本文从“去家族化”视角强调了家族企业中非家族力量在企业履行社

会责任时的重要性,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回顾

本文主要从家族企业的社会责任以及“去家族化”两个方面进行文献回顾.围绕家族企业社会责

任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层面:其一是对比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上的差

异,探讨背后的原因;其二是基于家族企业的特性,聚焦于家族所有权、管理权、代际传承等特征,分析

影响其履行社会责任的因素.第一,关于家族企业是否履行更多社会责任,相关研究主要是就社会责

任整体表现将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进行对比,并探究家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原因.该类研究认

为家族成员对企业具有更强的认同感,会促使家族企业更加注重维护自身的公共形象,以及与社会情

感财富目标相符的利益相关者关系,进而表现出比非家族企业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１２][１３].但是随着

家族企业的发展,家族中不同成员观念可能会出现分歧,从而表现为选择性履行社会责任,并且减少

相关资金投入[１４].第二,关于影响家族履行社会责任的因素,相关文献主要围绕家族企业的特征展

开研究,且尚未达成一致性结论.促进论认为,家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提升公众认可度[１５].
因此,当家族对企业的控制权更大时,会促使其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１６].并且履行社会责任具有延

迟效益,可以作为企业的隐性资源,增强家族继任者接管企业后的治理效能[１７].而抑制论则认为,家
族控制权过高会增加家族成员的自利性,在决策过程中会更重视家族成员的利益[１８][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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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家族企业“去家族化”的研究主要是从原因及其对企业的影响两方面展开.关于“去家族化”
原因,“去家族化”反映了家族企业基于现实发展和外部竞争压力所采取的一种主动改革策略.许多

家族企业选择引入外部资源弥补治理短板[２０].但“去家族化”并非完全摒弃家族属性,而是在保持家

族控制权的前提下,通过引入职业经理人和外部股东参与企业的协同治理[２１].另外,关于“去家族

化”对企业的影响,目前的研究主要从股权“去家族化”和管理权“去家族化”两个方面进行探讨,分析

其对企业创新[２２]、融资[２３]等方面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去家族化”能为企业带来多元且具有价值的

资源,有利于提升企业的治理效能,促进企业发展.
通过以上文献梳理,我们发现当前研究在探讨家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时对企业中的非家族要素关

注不足.在当前“去家族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非家族要素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优化了企业内部

治理结构.因此,用社会情感财富理论来研究家族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可能已不再适用.并且,现有研究

多是将家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视为满足家族成员私利的工具,这也引发家族企业是否更具社会责任感

的讨论.然而,这些研究多将社会责任视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不同于以

往文献,本研究将非家族要素引入研究框架,通过分析社会责任履行的一致性情况来解读家族企业在履

行社会责任时的真实表现,为该领域的研究贡献新的观点,并对现有争议提供一种调和的可能.
(二)理论分析

现有学者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旨在构建管理者与股东之间良好的委托代理关系[２４].但当管

理者与股东的利益目标不一致时,委托代理问题会影响企业资源分配及决策.例如,非家族管理者因

考核机制与任期限制,可能更倾向于优先满足短期财务绩效目标,导致其在社会责任履行过程中的资

源分配策略与家族股东注重社会情感财富积累的需求产生冲突.另外,履行社会责任需要企业的资

源投入,前期往往伴随着高额成本与收益不确定性风险.由此可见,从“去家族化”视角审视家族企业

的社会责任时,需要同时考虑委托代理框架下的治理冲突和资源基础理论所强调的风险特性.家族

企业实施“去家族化”,一方面意味着企业内部管理将由以家族主导的治理模式转变为更加公开、透明

的市场化委托代理模式,使其在履行社会责任上更加规范化;另一方面,外部资源以及战略投资者的

引进拓宽了家族企业的资源获取渠道,这会增强家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

改变了家族企业惯有治理模式和风险规避性特征.因此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从
企业内部治理和风险承担两个视角来分析“去家族化”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路径.

１．内部治理视角

从内部治理视角上看,家族化的治理方式虽然可以规避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第一类委托代理问

题,但家族主导的治理模式会导致企业内部监督的有效性缺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反而容易成为维护

家族利益的手段[４].在传统家族企业中,以血缘为依托而产生的任人唯亲、关系主义现象充分体现了

家族治理特色,这种有失公平的人才选拔模式,可能导致企业难以适应激烈的市场化竞争.“去家族

化”有助于企业加强内部治理,减少家族企业中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第二类代理问题,弱化通

过选择性履行社会责任来实现家族利益的影响[２５].
其一,“去家族化”能够规范企业治理体系,使企业进行社会责任决策时视野更长远,并在执行时

加大投入力度.一方面,家族企业的“去家族化”本质上是一种“自我优化”行为,通过引进外部人才和

资源规避企业在人才选拔和治理上的弊端,使企业内部治理体系更加规范,管理者能更加了解企业内

外部环境,从而在决策过程中更能够综合考虑广泛的利益相关者需求,推动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２６].另一方面,“去家族化”减少了家族对企业的过度控制,缓解了其通过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实现

家族个别成员利益的风险.专业化管理团队的加入提升了企业在社会责任履行过程中的专业水平和

执行力度,能够在整体上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
其二,“去家族化”有助于增强企业的监督水平,避免家族企业有选择性地履行社会责任.首先,

家族股东有较强的动机和能力侵占小股东的利益,出现选择性地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２７].例如家族

企业一方面利用企业中所有股东的资源,通过慈善捐款这一社会责任行为来提升家族正面形象,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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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则通过关联交易、利益输出等损害内部利益相关者的权益.随着外部股东和非家族管理者的加

入,企业在决策过程中能够吸纳更多元化的观点并建立更有效的监督机制,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时

在环境保护、社会贡献和公司治理等各个方面保持一致性.其次,根据代理理论,有效的监督可以减

少管理者为了满足个人利益而损害其他相关者利益的行为.随着家族在企业中的控制权减少,其他

利益方在决策过程中会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这会减少在履行社会责任时仅仅满足某一特定利益方的

选择性行为,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各个维度上履行的一致性[２８].因此,非家族力量的加入有助于增加

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增进企业对各方需求和期望的认识,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整体意愿和

对各个维度履行的一致性.

２．风险承担视角

从风险承担的视角来看,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具有收益不确定性,如参与扶贫或捐款等.履行此类

社会责任需要投入相应成本,从而挤压日常经营或股东收益分配所需的资源,进而需要企业具备较强

的风险承担能力[１９].为保持家族的影响力,会更多偏向于选择履行风险较低且能最大化家族成员利

益的社会责任行为.而企业的“去家族化”通过引入外部股东,能够优化资源供给结构,弥补家族财富

作为主要资源来源的局限,并有助于突破管理层风险偏好趋同的思维定式[２１].
其一,“去家族化”提高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时的风险承担能力.传统的家族企业往往优先保障

家族利益,倾向于选择低风险、收益明显的社会责任项目,以减少损害家族利益的风险[１９].然而,“去
家族化”通过引入外部股东和专业管理团队,打破了仅以家族利益为导向的局限,不仅扩展了资源基

础,也使企业更加关注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企业的长远发展.这种转变显著降低了企业对短期

家族利益损失风险的敏感度,使其更积极地承担社会责任[２９].因此,企业更有可能投资并履行更具

战略意义但前期投入大、收益不确定性较大的社会责任项目.由此可见,“去家族化”不仅拓宽了企业

履行社会责任的领域,也通过增强风险承担能力,提升了家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整体水平.
其二,外部专业化管理人才的引入提升了企业管理层整体能力水平,使其能够更有效地挖掘外部

利益相关者的潜在价值,增强企业履行不同维度社会责任时的风险管理能力.“去家族化”带来的团

队多元性和专业性,有利于家族企业对履行社会责任的价值与风险作出合理评估,减少家族出于短视

和过度规避风险而出现选择性履行社会责任的倾向.此外,非家族高管所具有的政治关联和优质网

络关系等社会资本拓宽了家族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接触的利益相关者范围.利益相关者的资源反馈能

够弥补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的沉没成本[３０],提升家族企业应对不同社会责任风险的抵抗能力,进
而增强其维系多元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动力[３１].不同维度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应着不同利益相关

者的诉求[４],这进一步扩展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广度和深度.基于上述的讨论,本文提出以下推

断:“去家族化”能够提高家族企业的整体社会责任表现,并且能够降低企业选择性履行社会责任的倾

向,提升对社会责任各个维度上履行的一致性.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数据及来源

本文选用２０１１—２０２１年在沪深上市的家族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根据CSMAR数据库的定义和现

有学者的做法,以实际控制人可以追溯到单个家族,且至少有１名亲属关系的家族成员参与持股、管
理的企业作为家族企业的选取标准[１３].同时,通过 Wind数据库、百度等对存在缺漏信息的样本进行

验证和补充.在完善相关指标后对数据进行了以下处理:(１)为排除因经营异常而带来的估计偏误,
剔除样本期内存在ST及∗ST的公司;(２)考虑到金融行业的监管和业务性质的独特性,剔除证券、保
险等金融行业的公司;(３)为避免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在首尾两端进行了１％水平的

缩尾处理.经过以上筛选,最终确定的家族企业一共９９６家,共计８１６６个非平衡样本.
(二)模型设计

为验证研究假设,本文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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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i,t＝β０＋β１DEFi,t＋β２Controlsi,t＋∑Year＋∑Industry＋∑Region＋εi,t (１)
模型(１)中,因变量CSR分别用社会责任评分(CSR１)和社会责任的一致性(CSR２)表示,自变量

DEF分别用管理权“去家族化”(DEFM)和所有权“去家族化”(DEFO)表示,控制年份、行业和省份的

固定效应,i和t分别表示个体和年份.Controls表示各个控制变量,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
(三)变量测度

１．因变量:企业社会责任(CSR).在企业社会责任的衡量上,本文选用和讯网数据中对企业各个

维度的总评分(CSR１)来衡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该评分对股东责任、员工责任、客户和消费

者权益责任、环境责任以及社会责任等五个维度进行考量,较为客观地反映出企业在各个维度上社会

责任的履行情况,评分越高意味着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越好.对于社会责任行为履行的

一致性,本文参照 Wang等的做法[８],首先对社会责任的各维度评分进行标准化,以消除量纲差异,然
后计算各个维度的标准差来表示各个维度之间的波动性,以此衡量一致性(CSR２).该数值越大,表
明各维度评分差异越大,说明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具有较强的选择性偏好,社会责任行为的一致性

越小.相反,标准差越小则表明家族企业在不同维度社会责任履行上的一致性越强.

２．自变量:“去家族化”(DEF).根据现有研究[２０],家族对企业的控制通常体现在所有权和管理

权两个方面.而“去家族化”是通过适当引入外部战略投资者或选聘职业经理人优化企业股权和管理

权,削弱家族成员对企业的过度掌控,从而使其形成市场规范化治理结构和运营体系[５].考虑到“去
家族化”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以某一时点家族企业中所有权和管理权的特征难以体现出“去家族

化”这一行为,因此,本文参照现有研究[２０],以当年与上一年度企业中家族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变动程

度作为“去家族化”行为的判定依据.所有权和管理权分别用家族成员股权比例和家族成员人数占董

监高人数的比重来衡量.家族企业当年所有权占比低于上一年时,则 DEFO 赋值为１,表明所有权

“去家族化”;否则赋值为０.同样地,家族管理权与上一年相比减少时,则DEFM 赋值为１,表明家族

管理权“去家族化”;否则赋值为０.

３．控制变量.参考现有文献的做法[３][２７][３１],本文从企业特征、经营状况、公司治理和外部因素等

方面选取控制变量.在企业特征方面,选用企业年龄、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在经营状况方面,控
制了企业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和营业收入增长率.在公司治理方面,控制了独立董事规模、董
事长性别和教育程度.在外部因素方面,选用媒体关注度作为控制变量.此外,在模型中加入年份

(Year)、行业(Industry)和区域(Region)虚拟变量,以控制时间、行业和地域特征的影响.以上变量

的具体含义见表１.
　表１ 变量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因变量
CSR１ 企业社会责任总评分 见上述定义

CSR２ 企业不同维度社会责任评分的一致性 见上述定义

自变量
DEFM 管理权“去家族化” 见上述定义

DEFO 所有权“去家族化” 见上述定义

控制变量

Age 企业年龄 企业成立的年限

Size 企业规模 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Alr 资产负债率 企业当年总负债/总资产

Roe 净资产收益率 企业当年税后利润/企业净资产

Irr 营业收入增长率 当年营业收入同上年营业收入差值与上年营业收入的比值

Ind 独立董事规模 独立董事人数

Cgender 董事长性别 １为男性,０为女性

Ceducation 董事长教育程度 ５为博士,４为硕士,３为本科,２为大专,１为大专以下

Attention 媒体关注度 新闻媒体中标题出现该公司的新闻总数的自然对数

Industry 行业 虚拟变量,控制行业效应

Year 年份 虚拟变量,控制年份效应

Region 省份 虚拟变量,控制区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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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２展示了模型中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样本期内,企业社会责任评分 CSR１的均值为

２２．５７９,标准差为１３．８２２,整体而言,家族企业的社会责任整体得分较低,且企业间存在较大差异.

DEFM 和DEFO的均值分别为０．６２１和０．５２３,这表明家族企业在管理权和所有权上存在一定的“去
家族化”,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现实基础.为避免各个控制变量之间可能因相关性过高而对估计结

果造成偏误,我们对所有解释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发现 VIF值均低于１０,平均 VIF为１．０５,表
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２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CSR１ ８１６６ ２２．５７９ １３．８２２ １８．４５０ ８９．０１０

CSR２ ８１６６ ０．９６１ ０．４６５ ０．０４１ ３．５８５

DEFM ８１６６ ０．６２１ ０．１５２ ０ １

DEFO ８１６６ ０．５２３ ０．０９６ ０ １

Age ８１６６ １６．２５９ ５．６３４ ８．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Size ８１６６ １４．２６５ ２．８４７ ８．６７７ １０．８５１

Alr ８１６６ ０．３７５ ０．１９４ ０．０４６ ０．８４４

Roe ８１６６ ０．０５８ ０．１３０ ０．７６４ ０．３０９

Irr ８１６６ ０．３３２ ０．８１２ ０．７１１ ５．５０７

Ind ８１６６ ３．０４３ ０．４４ ２ ５

Cgender ８１６６ ０．７８０ ０．１５６ ０ １

Ceducation ８１６６ ３．１８０ ０．８５２ １ ５

Attention ８１６６ １．９４９ ０．４４４ ０．４７７ ２．８０８

　　(二)基准回归结果

表３为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列(１)和列(２)将社会责任总评分作为因变量,结果显示,管理权

“去家族化”的回归系数为０．７９７,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而所有权“去家族化”的系数为０．６５１且不显

著.这一结果表明随着家族成员在管理层的比例减少,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更好,而家族成员股权的

减少则未对社会责任表现产生显著影响.列(３)和列(４)将社会责任行为的一致性作为因变量,结果

显示只有管理权“去家族化”的系数显著为负,而所有权“去家族化”不显著.CSR２的值越小表示企

业社会责任各维度的一致性越高,因此可以认为管理权“去家族化”能显著促使家族企业的社会责

任行为向规范化发展,从而提升一致性.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管理权“去家族化”通过引入

职业经理人打破家族决策的局限性,促使社会责任实践从服务于家族利益的工具性角度,转向回

应多方利益相关者诉求的规范化治理.而所有权“去家族化”可能因为缺乏配套的治理机制,例如

提升董事会独立性、优化高管薪酬契约,且家族仍通过金字塔持股控制董事会,故而难以改变社会

责任决策逻辑.
(三)稳健性检验

１．因变量滞后一期检验.“去家族化”的实施对企业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效应,而家族企业的社

会责任得分体现的是对企业当期的评价.因此,为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对企业社会责任总评

分和一致性进行滞后一期处理,回归结果如表４所示.在列(１)和列(３)中,管理权“去家族化”的回归

系数仍然显著,且符号与基准回归一致.在列(２)和列(４)中,所有权“去家族化”的回归系数仍然不显

著,证实了上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２．基于 Oster的稳健性检验.尽管本文在构建模型的过程中加入了可能影响家族企业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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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变量,但是仍可能存在一些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从而导致估计结果存在偏误.基于此,本文

参照 Oster提出的方法[３２],利用已知的观测变量评估潜在遗漏变量对估计结果的影响程度.结果如

表５所示,当以CSR１作为因变量时,β(Rmax＝１．３R２;δ＝１)的值为０．９６２,在９５％的置信区间内,并
且δ(Rmax＝１．３R２;β＝０)的值为５．６３７,大于１,表明管理权“去家族化”对企业社会责任总评分的影

响具有稳健性.同样地,当以CSR２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时,估计的参数也符合要求.这表明本文结

论具有稳健性.
　表３ 基准回归

变量
(１) (２) (３) (４)

CSR１ CSR１ CSR２ CSR２

DEFM
０．７９７∗∗∗ ０．０９２∗∗∗

(３．０７) (５．８４)

DEFO
０．６５１ ０．０３４
(１．５９) (１．４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时间/区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２ ０．３１９ ０．３０６ ０．１１３ ０．１１０

样本量 ８１６６ ８１６６ ８１６６ ８１６６

　　注:∗∗∗、∗∗和∗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的数据为 T值,下表同.

　表４ 因变量滞后一期的回归分析

变量
(１) (２) (３) (４)

CSR１t＋１ CSR１t＋１ CSR２t＋１ CSR２t＋１

DEFM
１．０１６∗∗∗ ０．０８１∗∗∗

(３．２３) (４．５９)

DEFO
０．６０６ ０．０３２
(１．２２) (０．９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时间/区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２ ０．１９６ ０．１８９ ０．１２３ ０．１１６

样本量 ７３５６ ７３５６ ７３５６ ７３５６

　表５ 基于 Oster的稳健性检验

被解释变量 β(Rmax＝１．３R２;δ＝１) ９５％的置信区间 δ∗(Rmax＝１．３R２;β＝０)

CSR１ ０．９６２ [０．２８８,１．３０６] ５．６３７

CSR２ ０．１１６ [０．０６１,０．１２３] ３．８２６

　　(四)内生性检验

１．工具变量法.考虑到企业“去家族化”决策涉及相关者利益的权衡,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本身

是对利益相关者诉求的响应,故可能存在因双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鉴于上文发现仅管理

权“去家族化”对社会责任产生显著影响,因此,下述的内生性检验主要围绕管理权“去家族化”展
开.本文借鉴现有研究[３０],采用样本中同一省份和同一行业中家族企业外聘职业经理担任 CEO
的比例(Average_M)作为管理权“去家族化”的工具变量.该指标反映了区域市场对专业化治理的

需求强度,Average_M 越高,表明对专业化决策者的需求较大,从而推动家族企业管理权“去家族

化”,符合相关性要求.并且 Average_M 并不会直接影响单个企业的社会责任决策偏好,符合外生

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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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６ 基于工具变量的两阶段回归分析

变量

(１) (２) (３)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

DEFM CSR１ CSR２

Average_M
１．００１∗∗∗

(５．１８)

DEFM
０．０７０∗∗∗ １．３５３∗∗∗

(３．６３) (２．７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８１６６ ８１６６ ８１６６

行业/时间/区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CraggＧDonaldWaldF ３０６．３４７＞ StockＧYogo１０％的临界值

KleibergenＧPaapRKLM ２３９．３３８∗∗∗

　　采用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回归的

结果如表６所示.弱工具变量检验

CraggＧDonald WaldF 统 计 量 大 于

１０％ 水平的临界值,表明不存在弱工

具变 量 问 题;并 且 KleibergenＧPaap
RKLM 检验统计量对应的P值均小

于０．０５,即通过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

的检验.在第二阶段中,以 CSR１和

CSR２ 分 别 作 为 因 变 量 回 归 时,

DEFM 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０．０７ 和

１．３５３,且均在 １％ 的水平上显著.
这一结果表明管理权“去家族化”能够

显著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的水平及社会

责任各个维度履行的一致性,与基准回归结论一致,进一步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

２．倾向匹配得分法.家族企业的“去家族化”行为往往是基于企业自身发展特征而进行的一种战

略选择,企业本身的规模、绩效等因素可能会影响“去家族化”的意愿.而经营状况的差异会进一步导

致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关注侧重不同,由此形成差异化的履责行为.因此,这种情形会影响自变量对

因变量的估计精度.为排除这种潜在干扰,本文采用倾向匹配得分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同样地,由于

股权“去家族化”对社会责任未产生显著影响,所以本文主要针对管理权“去家族化”进行检验.具体

而言,根据管理权是否“去家族化”分组,存在“去家族化”的企业为实验组,否则为对照组.通过选取

企业规模、财务绩效、行业等指标作为匹配变量① ,消除两组样本在这些匹配指标上的系统性差异,从
而准确评估管理权“去家族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分别采用近邻匹配、半径匹配以及核匹配进行对比检验,结果如表７所示.在三种不同的匹配方

法下,得出了一致的结果.即在社会责任总评分上,实验组的 CSR１均显著大于对照组,即发生管理

权“去家族化”组别中的社会责任总评分相对较高.在家族企业社会责任各个维度履行的一致性上,
实验组的CSR２均显著小于对照组,表明发生管理权“去家族化”的企业在社会责任各个维度上的波

动性更小,即一致性更强.这些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表７ PSM 结果分析

类别 样本
近邻

实验组 对照组 Diff

半径匹配

实验组 对照组 Diff

核匹配

实验组 对照组 Diff

CSR１
未匹配 ２８．４８９ ２２．６９６ ５．７９３∗∗ ２８．４８９ ２２．６９６ ５．７９３∗∗ ２８．４８９ ２２．６９６ ５．７９３∗∗∗

匹配后 ２８．４８９ ２１．３５２ ７．１３７∗∗∗ ２８．４８９ ２１．８６５ ６．６２４∗∗∗ ２８．４８９ ２１．３５２ ７．１３７∗∗∗

CSR２
未匹配 ２．８２６ ２．９７７ ０．１５１∗∗ ２．８２６ ２．９９６ ０．１７∗∗ ２．８２６ ２．９５８ ０．１３２∗

匹配后 ２．８２６ ２．９９３ ０．１６７∗∗ ２．８２６ ２．９８７ ０．１６１∗∗ ２．８２６ ２．９７２ ０．１４６∗∗

　　(五)机制检验

根据上文理论分析,“去家族化”对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可通过提升内部治理水平和增强风

险承担能力来实现.在内部治理的衡量上,参考既有研究[３３],从股东层面(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
权制衡度、产权性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董事会层面(董事会规模、两职合一、董事会会议次数)及
激励机制层面(管理层持股比例、管理层前三名薪酬)三个维度选取九个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提取第

一大主成分作为内部治理(Govern)的代理变量.在风险承担能力(Risk)的测量上,基于现有研究惯

例[３４],以企业在观测时段 Roa的波动性来测量.为缓解行业效应的影响,首先计算各行业平均的

Roa,利用企业当年的Roa减去行业的Roa均值,再计算观测期内企业 Roa的标准差,以此表示企业

的风险承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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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验证上述的机制路径,本文采用中介效应分析.表３已证实了管理权“去家族化”对社会责任

总评分及一致性的直接影响,表８列示中介检验的后两步结果.列(１)和列(２)中 DEFM 的系数分别

为０．３７０和０．００６,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列(３)中 Govern和DEFM 的系数分别为０．８４３和０．４８５,
分别在１％和５％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管理权“去家族化”通过提升内部治理质量来促进企业社会责任

的路径成立,列(４)中的结果也证实了通过提升风险承担能力来促进社会责任的路径.同样地,在列

(５)和列(６)中,Govern、Risk和DEFM 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管理权“去家族化”通过加强内部治

理和增强风险承担能力来提升社会责任各个维度上履行一致性的路径成立.
　表８ “去家族化”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机制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Govern Risk CSR１ CSR１ CSR２ CSR２

Govern
０．８４３∗∗∗ ０．０２９∗∗∗

(４．６６) (４．１３)

Risk
６．４９１∗ １．４６４∗∗∗

(１．８４) (１０．８４)

DEFM
０．３７０∗∗∗ ０．００６∗∗∗ ０．４８５∗∗ ０．７５８∗∗∗ ０．０２∗∗ ０．０１８∗∗

(３．４７) (６．９５) (２．２１) (２．９４) (２．２７) (２．５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时间/区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２ ０．１６８ ０．２９０ ０．３２１ ０．３１９ ０．１１５ ０．１２３

样本量 ８１６６ ８１６６ ８１６６ ８１６６ ８１６６ ８１６６

　　(六)异质性分析

１．基于制度环境的异质性分析.组织行为本质上是对制度环境的一种适应性选择.已有研究表

明,不同的制度环境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激励不同[３５].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应

对制度压力的战略性响应,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与利益相关者产生互动,向外部传达出企业与社会

规范和准则保持一致的信号[３].因此,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家族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行为模式有所

不同.为进一步从外部环境的视角了解“去家族化”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分析家族企业

在不同市场环境的表现,了解其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偏好.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严格的社会规范

与较高的利益相关者期望促使外部管理者进入家族企业后更倾向于提升社会责任表现;而在市场化

程度低的地区,非正式网络可能维持着家族的隐性控制权,弱化了“去家族化”对社会责任表现的促进

作用.因此,本文预期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管理权“去家族化”对家族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及其一

致性的影响更显著.为验证以上推测,本文通过分组回归检验管理权“去家族化”在不同制度环境下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差异性影响.
参考王小鲁等的研究[３６],本文以中国市场化进程指数来衡量地区市场化程度.由于该指数仅更

新到２０１９年,本文基于历史平均增长率推算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数据.根据测算后的市场化指数中位数,
将样本分为高、低市场化程度两组后重新回归.表９显示,在以 CSR１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中,

DEFM 的回归系数只在市场化程度高的组别中显著,表明较高的市场化程度,强化了管理权“去家族

化”对社会责任整体表现的促进作用.同样地,在以CSR２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中,DEFM 的回归系

数也只在市场化程度高的组别中显著,这说明薄弱的制度环境弱化了专业化管理对社会责任的提升

效应.现有研究指出,市场化程度低的区域,存在政府监管缺位、市场透明度不足的问题,这可能会导

致企业漂绿或逃税等短期机会主义行为[３７].本文结论再次验证了上述观点.

２．基于高管薪酬的异质性分析.高管作为企业决策的重要成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履行

社会责任的意愿.而当高管自身的利益受到影响时,更容易激发其在战略制定和决策过程中的自利

行为.已有研究指出,高管薪酬的差异会诱发其在社会责任战略决策中的机会主义行为[３８].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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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高管薪酬水平影响其决策逻辑,从而影响其在社会责任行为上的偏好.具体而言,当家族

企业中的高管薪酬低于行业平均值时,薪酬劣势触发心理失衡,导致高管更倾向于履行能快速获取个

人声誉或收益的特定维度的社会责任,例如政策关联性的慈善,同时减少履行长周期、低可见性的社

会责任.反之,当薪酬水平高于行业平均值时,具备行业竞争力薪酬产生的激励效应会促使高管更偏

向于选择履行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社会责任,从而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整体表现以及各维度上的一

致性.
本文通过对样本中高管薪酬的平均值与同行业中高管薪酬的平均值进行对比,将样本分为

低于平均薪酬组和高于平均薪酬组,在两组中分别探讨管理权“去家族化”对社会责任总评分及

其一致性的影响.表９的列(５)与列(７)显示,DEFM 的回归系数仅在高于平均薪酬组中显著,
说明家族企业高管的薪酬水平较高时,管理权“去家族化”对社会责任整体表现出促进作用.同

样地,在列(６)与列(８)中,DEFM 的回归系数也是仅在高于平均薪酬组中负向显著.这表明管理

权“去家族化”改革不仅仅是引入外部团队,还需要充分考量团队成员的利益,才能对企业起到良

性效果.
　表９ 不同制度环境和薪酬水平下“去家族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市场化程度低组

CSR１ CSR２

(３) (４)

市场化程度高组

CSR１ CSR２

(５) (６)

低于平均薪酬组

CSR１ CSR２

(７) (８)

高于平均薪酬组

CSR１ CSR２

DEFM
０．１２７ ０．０２３ ０．７１４∗∗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３６ ０．５２７∗∗∗ ０．２４９∗∗

(１．１８) (１．６０) (２．０２) (３．０３) (０．５８) (０．５８) (３．０６) (２．３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时间/区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２ ０．３１０ ０．１４５ ０．３４１ ０．１８４ ０．２９７ ０．３０９ ０．３２１ ０．３３１

样本量 ４０１２ ４０１２ ４１５４ ４１５４ ３９６０ ３９６０ ４２０６ ４２０６

　　(七)基于“去家族化”行为动机的分析

根据上述结果,股权“去家族化”对社会责任行为及其一致性未产生显著影响,本文认为需从“去
家族化”这一行为的动机探析原因.家族股权稀释可能源于两种情形:一是引入战略投资者导致总股

本扩张;二是家族主动降低财富集中度.面对第二种情形,家族可能通过强化管理控制以谋取私利,
这弱化了企业通过规范社会责任实践来提升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既有研究表明,家族企业容易出现

第二类代理问题,当两权分离度较高时,家族对企业管理权的超额控制容易增强其对企业的掏空动

机[３９].在此动机驱使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更可能服务于家族成员的私利目标,例如经济利益或声

誉积累,而偏离了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本质.本文在考察股权“去家族化”时,未同步追踪家族对管理

权控制的变化,可能因忽略“去家族化”的真实动机导致实证结果不显著.
为此,本文进一步结合管理权控制情境分析股权“去家族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根据董

监高团队是否新增家族成员来划分样本,若当年家族成员占比增加,定义为管理权家族化强化组;
若占比减少或不变,则定义为管理权家族化未强化组,分别探究两组中所有权“去家族化”对社会

责任总评分和一致性的影响.结果如表１０所示,列(１)和列(２)显示,在管理权未强化组,股权去

家族化显著提升社会责任总评分,并降低了社会责任各维度的波动性.在列(３)和列(４)中,股权

“去家族化”对企业社会责任总评分无显著影响,却显著加剧社会责任波动性,即降低了社会责任

的一致性.这验证了对不显著结果原因的推测.家族在企业维持较高的管理权时,股权“去家族

化”能以较少现金流实现完全控制,进而可能导致家族成员选择性履行社会责任来服务家族私利.
典型表现为利用非家族股东资源进行慈善捐赠以获取家族声誉,同时凭借控制权侵害外部利益相

关者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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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０ 不同家族管理权控制情境下股权“去家族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管理权家族化未强化组

CSR１ CSR２

(３) (４)

管理权家族化强化组

CSR１ CSR２

DEFO
０．０３６∗∗ １．０２１∗∗∗ ０．６００ ０．０８∗

(２．４９) (２．６９) (０．９８) (１．７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时间/区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２ ０．３１８ ０．１２４ ０．３４２ ０．１１３

样本量 ４２３５ ４２３５ ３９３１ ３９３１

五、结论与启示

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彰显了其作为社会组织的重要责任担当.家族企业在社会责任行为上的

选择性偏好、与非家族企业的行为差异等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当下家族企业“去家族

化”改革的情境下,探究其对社会责任的影响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与资源基础理

论,从管理权和股权“去家族化”视角剖析了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主要研究发现如下:(１)管理权

“去家族化”显著提升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整体水平及各维度的一致性,且通过加强企业内部治理与提

升风险承担能力实现该效应;(２)对于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和高管团队薪酬较高的家族企业,管
理权“去家族化”对企业社会责任整体水平及一致性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３)当股权“去家族化”与高

管理控制权并存时,易诱发家族掏空动机,促使企业选择性履行社会责任,进而削弱社会责任各维度

履行的一致性.
本研究为当下家族企业的治理与社会责任实践提供了如下启示.第一,在企业层面,“去家族化”

能有效弥补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缺陷与资源获取短板,为社会责任实践提供制度保障.在国家倡导

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家族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不仅承担着辅助社会治理的功能,更是增强可持续竞

争力的战略选择.针对当前存在的选择性履责问题,家族企业应当发挥表率作用.同时,家族企业应

强化监督机制,提升企业自我纠偏能力.第二,在政府层面,本文发现了市场环境制度对“去家族化”
与社会责任之间关系的影响,体现出外部监督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因此,地方政府应对家族企

业加强经营合规性审查,通过动态监测遏制其利用社会责任进行政治寻租的行为,压缩权力寻租空

间.并且,本文研究表明家族企业的股权“去家族化”并不必然反映出对本身不足的自我调整,管理权

的超额配置可能是家族对企业掏空行为的一种方式.因此相关监管机构需要建立专项评估机制,对
家族企业控制权配置与社会责任关联性进行定期审查,依法惩处掏空企业资产等违法行为,激励民营

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我国社会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注释:

① 因篇幅限制,此处未列出具体的匹配变量,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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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Ｇfamilialization＂and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
CHENCanjun１　LIANG Mengshang２

(１．SchoolofSociologyandPopulationStudies,NanjingUniversityofPostsand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２１００２３,China;２．BusinessSchool,HohaiUniversity,Nanjing２１１１００,China)

Abstract:Thefulfillmentofsocialresponsibilitybyfamilyfirmhaslongattractedtheinterestof
scholars．ThisstudyfocusesonfamilyenterpriseslistedontheShanghaiandShenzhenstockexＧ
changesfrom２０１１to２０２１．BasedonagencytheoryandtheresourceＧbasedview,itempiricallyexＧ
aminestheimpactofthe＂deＧfamilyization＂ofmanagementrightsandownershiponcorporatesocial
responsibility(CSR)performance．Thestudyfindsthatthe＂deＧfamilyization＂ofmanagementrights
significantlyenhancestheoverallCSRperformanceoffamilybusinessesbystrengtheninginternal
governanceandincreasingriskＧtakingability．Italsoimprovestheconsistencyoffulfillingvarious
dimensionsofsocialresponsibility,whilethe＂deＧfamilyization＂ofownershipshowsnosignificant
effect．Furthermore,inregionswithhighermarketizationandinfirmswithhigherexecutivecomＧ
pensation,thepositiveeffectsof＂deＧfamilyization＂ofmanagementrightsonbothoverallCSRperＧ
formanceandtheconsistencyoffulfillingitsdimensionsareevenmorepronounced．Furtheranalysis
indicatesthatifownership＂deＧfamilyization＂isimplementedwhile maintainingahighlevelof
familymanagementrights,itmayreducetheconsistencyoffulfillingsocialresponsibilityacrossvaＧ
riousdimensions．ThisresearchprovidesnewevidenceontheperformanceofCSRamidstthegovＧ
ernancestructurereformsoffamilybusinesses,offeringpracticalvalueforadvancingcorporategovＧ
ernancemodernizationandachievinghighＧqualitydevelopment．
Keywords:FamilyFirms;DeＧfamilialization;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Consist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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